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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谈话的几点研究

张 学 兵

〔摘要〕1980 年 5 月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是围绕农村改革争议正酣的背景下的
产物，也是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思想演变的一个合理结果。对谈话的信息来源、传达和贯彻情况以及
谈话中某些具体内容进行考辨、探究，是认知农村改革史的一个重要角度。回顾农村改革初期的争议，

可以看到，思想解放和体制变革过程中许多情势并非“两极化”，人物也非“脸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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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Deng Xiaoping’s Talk of“On Ｒural Policy”
Zhang Xuebing

Abstract: Deng Xiaoping’s talk，“on rural policy”，in May 1980，was a produ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rural reform，and a reasonable result of the evolution of Deng Xiaoping’s thoughts on the devel-
opment of farm household production． It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rural reform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information source，transmission and implementation，as well as some specific contents of
the conversation． Ｒeviewing the disput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rural reform，we can see that many situ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were not“polarized”，and people’s image was not
“stereotyped”．

1980 年 5 月 31 日，围绕农村包产、包干到
户的争议正酣之际，邓小平发表谈话，明确支

持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这次谈话不限于农村问
题，但其中涉及的农村问题影响最大，相关内

容被冠以 “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之名，整理成
篇收入 《邓小平文选》，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一
份重要文献，其意义在于 “标志着包产到户可
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①。
一般来说，各类关于中国改革史的著述均

会引述这篇谈话，强调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对农

村改革的支持和推动，同时这些著述大多又会

提到谈话并没有解决相关争议问题。例如，有
著作说: “邓小平的讲话肯定了安徽的大胆试
验，对于打破一些人的僵化观念，消除一些人

的疑虑，稳定包产到户和推动农村改革，无疑

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争论还在继续。”② 至于为什么没有解决争议，
相关著述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不置一词，甚至

还存在表述矛盾。例如，有著作指出，“在这关
键时刻，按照我们国家的惯例，需要有一位最

高的权威来做出决断。这位权威已由毛泽东变
为三落三起的邓小平。他在 5 月 31 日发表了
《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讲话”③。“最高的
权威”说话了，却又没有解决争议，这似乎有
悖常情。
进行历史类比，或能引人思索。众所周知，

1992 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一时间解决了
市场经济姓 “社”姓 “资”的争议，推动了市
场经济体制的部署和构建。同样，1980 年 5 月
的谈话，也是发表在关于包产、包干到户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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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姓 “资”之争的关键时刻，虽然产生了
积极影响，但是没有能够平息争论。此后，争
议依然激烈，分歧并未和缓，包产、包干到户
直到 1982 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才无可争议地在
中央政策中获得认可，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更是 1983 年之后的事情了。
鉴于以上情况，本文试从历史背景、思想

脉络、信息来源、传达贯彻、内容考辨等方面，
对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进行分析，

并由此引申，对当时围绕争议的一些人与事略

作评述，希望能有助于理解复杂、真实的历史，
并且使我们感悟到思想解放和体制变革过程中许

多情势并非“两极化”，人物也不是“脸谱化”。

一、邓小平谈话的历史背景

“文化大革命”结束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和农村政策的

落实，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又一次悄悄搞起了

各种形式的家庭承包经营，最初以安徽、四川、
内蒙古等地最为典型①。在安徽，肥西县的小井
庄、凤阳县的小岗村分别以最早搞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而著称，并在后来逐步被塑造成为新

时期农村改革的两个重要起源地②。
包产到户并非新事物，20 世纪 50 年代农业

合作化、集体化以来已然几番起落，遭遇过多
次政治批判和整顿纠正，但 20 余年间一直或隐
或现，或此或彼，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包干到
户则几乎首度出现，它不仅以农户经营取代生

产队经营，更 “把分配也包进去了”③，是对人
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经营模式从内容到形式的

彻底变革。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环境趋于宽

松，经济社会政策趋于务实，但对于包产、包
干到户，到底让不让搞，究竟姓 “社”姓
“资”，从高层到基层，从干部到群众，认识不
尽一致，行为时有龃龉④。搞包产、包干到户的
农民和支持包产、包干到户的干部，从一开始
就面对着关于包产到户属于资本主义的疑虑和

指责，承受着压力和风险。
最早造成巨大影响的公开质疑，是 1979 年

3 月 15 日 《人民日报》头版以 《三级所有 队

为基础应该稳定》为题发表的甘肃读者张浩来
信和同时配发的编者按。文中认为包产到组动
摇了人民公社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
制度，也就是动摇社会主义，要求已划分作业

组的 “改正错误”。据当时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
任李克林回忆，这篇文稿是 “奉命搞的”，当时
国家农委领导根据上边指示，写信给报社总编，

要注意制止农村的分队现象。编者按就是根据
指示信改编的。⑤ 这对当时实行包产到组的农民
造成了非常大的震动和担心，对包产到组尚且

如此，对包产到户的压力更不言而喻。
尽管被质疑，而且有的地方也在 “纠正”

包产到组、到户，但有的地方包产到户却逐渐
从秘密走向公开，并不断扩大范围。例如安徽，
到 1979 年底，全省近 38 万个生产队，实行包产
到组的占 22． 9%，实行包干到组的占 16． 9%，
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占 10% ⑥。这样，
争议、批判开始直接围绕包产到户进行，进入

·04· 中共党史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该三省区当时的第一书记分别是万里、赵紫阳、周
惠，他们以开明、务实态度，默认、支持当地农民
进行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探索，这在当时比较典型，

颇有影响。因此，一度流行着 “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谚。胡耀邦也曾经说: “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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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珠海出版社，1999 年，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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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包干纪念馆。其实，各种资料表明，搞包产、包
干到户的农村，小井庄和小岗村都未必最早。用一
句俗语来形容就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在
严格的实证意义上，哪个地方最早的问题或许根本

说不清楚，因为在 20 余年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历
程中，有的地方一直在秘密搞着各种形式的包产到

户、包干到户。参见范晓春: 《改革开放前的包产到
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年。
《杜润生文集 ( 1980—1998 ) 》 ( 上) ，山西经济出版
社，1998 年，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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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但其间逻辑却比较简单，即“干部要方向，社
员要产量”，“干部怕错，农民怕饿”。转引自陈吉元
等主编: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 ( 1949—1989 ) 》，
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年，第 482 页。
杜润生主编: 《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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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以后表现得尤其明显和激烈。这可从两
个方面的情况窥见一斑。
一个事情是，1980 年初，《农村工作通讯》

连续发表文章，批判包产到户属于 “分田单
干”，脱离社会主义方向，要求 “必须纠正”①。
《农村工作通讯》是国家农委主办的刊物，在这
上面发表反对包产到户的文章，人们自然会联

想其 “来头”和 “背景”，窥探某种 “风向”，
因而所造成的压力和引起的担忧可想而知。
另一个事情发生在实行包产到户比较典型

的安徽。1980 年初，给安徽农民包产到户上了
“户口”的万里，离开安徽赴中央任书记处书
记，分管农业工作。出人意料的是，他离开后，
安徽的包产到户出现了一些反复。从当年 4 月
起，省委在几个月内连续召开多次会议，省委

一位主要领导批判包产到户是 “经济主义”
“机会主义” “工团主义”。他说，工团主义只
顾眼前利益，主张 “运动就是一切，主义是微
不足道的，为了一个 ‘戈比’而斗争”。“包产
到户虽然增产，但这不是方向，县以上领导干

部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犯机

会主义的错误。”甚至说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
他们的账。在这些会议的影响下，全省农村改
革的形势骤然变冷，搞得人心惶惶。②

正是在此背景下，1980 年 5 月 31 日，邓小
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就农村包产到
户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 “农村政策放宽以
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

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
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 ‘凤阳花
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
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
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
担心是不必要的。”③ 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包产
到户和大包干，并直接援引安徽肥西和凤阳的

材料作为论据，其影响自然是积极而深刻的。

二、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的思想脉络

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的思想由来已久。60 年
代初，安徽、四川、广西等地农村又一次兴起包
产到户，引起广泛关注，甚至成为阶级斗争调门

提高的诱因之一。当时，邓小平也对包产到户表
示了意见。1962 年 7 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提到，
有些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地方，现在出现了一

些新的情况，如实行 “包产到户” “责任到田”
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 20%。
他希望大家出主意，找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接着，他从宽泛的意义上提出一个初步意见，

指出: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
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

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就采取哪种形式; 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

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④ 正
如他自己所说，这些初步意见 “以后可能不算
数”，很快 “三自一包”就遭到政治批判。
邓小平这次谈话中的一些含蓄态度和立论

方式，有些可以和改革年代作一些大历史的关

联。例如，他虽然没有明确支持包产到户，但
对此保持着一种相对开放、宽容、可讨论、可
试验的态度。他含蓄地表示包产到户也是一种
可以采取的生产关系形式，但也强调了条件，

如 “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等，这或可理解为恢复国民经济的具体背景下

的特定方针和权宜之计。至于如包产到户有无
制度属性、姓 “社”还是姓 “资”这样的重大
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这次谈话不曾涉及。最
具长远意义的，当是谈话中说的 “群众愿意采
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

合法起来”，这在农村早期改革突破中具有决定
意义，但能否做到，还需要一定的体制和社会

环境保证，甚至还期待务实政治家、改革家关
键时刻的支持。

60 年代邓小平这篇 “怎样恢复农业生产”
的谈话，到 70 年代末之后，随着时空环境的转
换，变得 “算数”了，而且更丰富了。谈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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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含蓄态度和立论方式，在改革年代的相

关争议中，也不时能听到历史的回声。
1978 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有人提出
过包产到户问题。例如，会议讨论中，中央广
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提出包产到户的问题: 究

竟什么是包产到户? 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如果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又不剥削他人，包

产到组或户，这是不是资本主义?① 于光远回忆

说，在文件没有定稿前，有一天我听说在胡乔

木起草的农业文件中不但没有写进可以实行包

产到户，相反的把 “两个不许”写进去了。②

从这一情况看，邓小平等领导人也可能通

过会议简报等形式，对讨论中涉及的包产到户

有所知悉。不过，提出这一问题的，还是零星
现象，整体上还不可能设想突破人民公社体制，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这应该是理解日后关于包
产到户、包干到户争议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政
治和体制背景。
进入 1979 年以后，包产到户不断为人所关

注，也不断成为一个从基层到高层的政策甚至

政治议题。随着决策角色和位次的转换，邓小
平对包产到户的问题，势必更多地涉及，也更

多地需要他表态。
1979 年 3 月的全国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
会之后不久，华国锋主持召开一次中央会议，

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会上，华国锋用他在
湖南 “三夏”抢收抢种必须互助、合作的事例
来说，非集体化不可。邓小平没有就此表态，
他说: 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③

1979 年 6 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期间，万里向邓小平汇报说，安徽农村一些地

方已经搞起包产到户，但有人反对。邓小平说:
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

是干下去。④ 会议期间，万里还就这个问题询问
陈云。陈云表示: “我举双手赞成。”⑤ 这两次
互动应该说带有非正式的、私下交换意见的性
质。由此看来，万里在安徽能够大胆放宽农村
政策、支持农民包产到户，除了自身的见识和
胆识，邓小平、陈云的态度应该也是一个重要
原因。

1980 年 1 月 31 日，在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

营管理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会议情况

的汇报。华国锋强调，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
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

们组织起来。邓小平没有作明确表态。他说:
对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

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还重点讲了世纪末
实现小康的战略问题。⑥

4 月 2 日，邓小平同胡耀邦、万里、姚依
林、邓力群谈长期规划问题。姚依林说: 工业、
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农委同志建议如甘肃、
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中央调给他们粮食
很多，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对
这些地区，在政策上放得宽一点。地广人稀、
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
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
家的负担。邓小平说: 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
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
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
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⑦

接下来就是 1980 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发
表著名的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就在此次
谈话后不久，邓小平还和杜润生在一次会后谈

了话。他说: 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
样化一点。像贫困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
吗，可以试试嘛! 将来要改还可以改，先吃饱

饭要紧。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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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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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第 106—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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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4 年，第 5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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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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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纪实》，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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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邓小平改革年代关于包产到户的思想

脉络，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大体上，

他在非正式场合或者由他主导的谈话场合，谈

及包产到户似乎都比较直率，明确表示支持;

但在比较正式的高层会议场合，似乎比较含蓄，

很少直抒己见。这或许是一种委婉的回避争论
的态度，当然也不排除他对这个问题其实也还

在思考之中。

三、邓小平谈话的信息来源

思考包产到户问题，离不开各种信息和材

料，就像一部著作提及的，邓小平不仅多次听

取万里等人对农村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情况
的汇报，而且花了很多精力翻阅大量资料①。
那么，邓小平是如何得到，以及得到了哪

些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信息和资料的呢?
鉴于 1980 年 5 月 31 日谈话中，邓小平主要列
举了安徽的事例作为包产到户、大包干实效的
佐证，这里就对他如何知晓安徽农村改革的情

况这一问题，尝试作一些探讨。
首先，不得不说一下在 1977 年到 1980 年

间主政安徽的万里。万里在历史上与邓小平工
作渊源颇深，关系密切②，他们之间 “有至交，
关系非同一般”③。远的不说，1975 年邓小平主
持整顿期间，万里任铁道部部长，对于恢复铁

路系统正常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此，
1976 年 “批邓”的时候，就曾要追查邓与万的
所谓 “黑关系”④。可以说，万里是邓小平比较
熟悉和信赖的高级领导干部，双方正式或非正

式场合接触比较多，汇报、交流工作自然比较
方便、畅达。如前所述，1979 年 6 月，万里向
邓小平汇报安徽包产到户问题。1980 年 4 月，
邓小平在谈长期规划问题时，万里也在座。万
里曾说: “亏了小平同志的支持，我从安徽回来
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
成果之后，他公开表示支持。”⑤ 这表明，万里
主政安徽时获得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也通过

万里多次获悉安徽包产到户的情况。及至 1980
年后，万里回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
总理，分管全国农业工作，自然有更多的机会

向邓小平汇报或谈及安徽。

其次，各种会议及情况汇报，是邓小平等

领导人知悉安徽改革情况的公开和正式的渠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农委召开多次农村

工作座谈会，并在会议期间向中央领导同志汇

报。例如，1979 年 3 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
县农口干部座谈会，与会的七省分别是广东、
湖南、江苏、安徽、四川、河北、吉林，三县
分别是广东博罗、安徽全椒、四川广汉。会议
进程中始终贯穿着关于责任制的争论，主要是

两个问题，一是实行应当坚持什么原则，二是

对包产到户应当采取什么态度。⑥ 1980 年初，国
家农委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

其间围绕包产到户再次发生激辩。安徽农委副
主任周曰礼作了题为 《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
生命力》的发言，为包产到户辩护，讲了两个
多小时。在讲到包产到户在贫困地区的作用更
为显著时，他重点列举了 3 个例子，分别是肥
西县山南区、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来
安县玉明公社。⑦ 前已述及，此次会议期间，国
家农委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邓小平在座。
值得指出的是，周曰礼列举的肥西和凤阳，均

出现在了一年多以后邓小平的谈话中，这或许

不只是一个巧合。
再者，各类供领导参阅的内参文稿，是领

导人获悉信息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关于安徽包
产到户的情况，通过内参渠道上达的，可以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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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年，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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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中系统地介绍了他与邓小平长达半个世纪的

交往。参见赵树凯: 《农民的政治》，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第 66—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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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友: 《风云万里》，新华出版社，2007 年，第 98
页。
转引自赵树凯: 《农民的政治》，第 94 页。
杜润生主编: 《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 84 页。
杜润生主编: 《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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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3 页。



出几个事例。例如，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郭崇毅回忆说，1979 年 7 月，他带着自己撰写
的反映肥西县包产到户情况的 《关于参观肥西
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来到北京，找到社
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耕今。后者及
研究所认真地听了他的陈述，收下报告，并答

应代转中央。很快一位姓陈的研究员告诉他:
报告已送中央办公厅，很受重视，赶快回省，

再送一份给万里同志。7 月 29 日，他将调查报
告送到省委。8 月 1 日，农村政策研究室给报告
加上赞赏性的按语，以 《政策研究》18 期印发
上报。郭崇毅也比较委婉、含蓄地暗示邓小平
谈话中提到的肥西县搞包产到户的情况，或许跟

他的材料有一定关联。① 再如，1980 年 4 月中
旬，根据万里的指示，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和吴

象到安徽省的江淮地区农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

调查，写下 8 篇共 2 万多字的 《江淮地区农村
见闻》系列文章②，在新华社的内部刊物上发
表。其中，见闻之一写道: “实行 ‘大包干’
产量责任制一年大翻身的凤阳县，在严重不利

的自然条件下，大部分地区夏季作物长势也都

比去年好……肥西县是实行包产到户比较早比
较多 ( 97% ) 的一个县，去年夏季作物长势之
好在全省是数一数二的。”③ 这段话的写作与邓
小平谈话在时间上更为接近，在内容上也颇有

重合之处。有文章认为，这篇报道对邓小平的
讲话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据说该系列报道于当
年 5 月 27 日至 30 日在专送中央领导参阅的内
刊上连续刊发，每天早晨即送在京政治局委员

阅读。④ 这个判断有一定的合理性。
上述关于邓小平谈话信息来源的分析，相

当粗疏和笼统。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关涉到高
层决策的信息搜集、传递、处理以及反馈等一
系列正式、非正式机制，既包含正式的信息传
递渠道和程序，也离不开难以把握、难以言说
的组织人事渊源。

四、邓小平谈话的传达和贯彻情况

邓小平的这篇谈话，当时并没有公开报道，

到 1983 年 《邓小平文选 ( 1975—1982 ) 》出版
时才公之于世，且最初是以内部征求意见的形

式出现的。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后来回忆
说，他在当年 6 月初见到过省委送来的邓小平
《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稿，并规定不
许抄录⑤。
由此看来，这篇谈话当时在社会上应该知

悉面不广，但在党内的知悉面不能算小。当年
6 月 19 日，赵紫阳就当前农村政策问题致信万
里、胡耀邦。信中说，根据小平同志关于农村
政策问题的指示，需要组织农业部门的干部和

理论工作者相结合，深入不同类型的地区和社

队，对包产到户问题作一些比较深入的调查和

分析，争取在今年秋后能够形成一个中央文件，

有个统一的、明确的说法，有领导地解决好这个
问题。他还建议书记处讨论一下这件事。⑥ 经杜
润生向胡耀邦建议，这封信转发全党⑦。信中并
没有详述邓小平谈话的内容，但通过这封信，

谈话的精神应该广为党内所知了。
( 一) 邓小平的谈话推动了地方的农村改革

实践

在河南，1980 年春，“联产到劳”成为农
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同时兰考、虞城等
县包产到户或大包干也大面积推行，因此引起

激烈争论。有人指责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犯
了方向性错误”，有的县派工作组到农村 “纠
偏”。在争论中，省委学习贯彻邓小平关于支持
安徽凤阳等地实行包产到户的讲话精神，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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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友: 《阳关道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年，
第 78 页。
中共肥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 《中国农村改革发
端———安徽肥西山南小井庄》，内部资料，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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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2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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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调查研究，并且明确提出，只要能促进生

产发展，解决群众温饱问题，就符合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精神，从而肯定了河南农村出现的

各种责任制形式。①

在湖北，邓小平的谈话对省委推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重大作用。1980 年上半年，
省委组织 4 个调查组对武昌、黄冈、钟祥、利
川 4 个县实行责任制的情况进行调查。省委认
为，位于边远山区、居住分散、甚至单家独户
的农户，可以从实际出发，在生产队统一领导

下实行包产到户。8 月，省委扩大会议肯定了
生产责任制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以
这次会议为起点，湖北省先是贫困山区、后是
平原丘陵地区，先是旱地、后是水田，先是农
田、后是山林水面，先是包产到组、后是大包
干，在全省广泛地开始推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

产责任制。②

在云南，1980 年 4 月，省委传达了全国编
制长期规划会议期间姚依林的讲话。讲话指出:
邓小平同意在农村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
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甘肃等
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政策上要更宽一些，索性

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7 月召开的县委书
记会议，又决定在内地高寒、分散、贫瘠的山
区、边疆那些经济文化基础十分落后的 1000 万
人口的地区搞包产到户。③ 这时，云南传达的还
是 1980 年 4 月邓小平的谈话内容，但从支持搞
包产到户这一点来讲，邓小平 4 月、5 月两次谈
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在安徽，情况更为生动。1980 年 8 月，省

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包产到户形成 “一边倒”
的批评，但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等少数人依然

为包产到户辩护。主持会议的省委第二书记顾
卓新认为意见分歧大，不好进行会议总结，建

议念一下邓小平的谈话，作为会议总结。值得
注意的是，在会议上，王郁昭说，如果上级领

导不同意搞包产到户，那就请公开下命令进行

纠正，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下级，服从就

是了。④ 王郁昭实际是 “将”了省委主要领导
一 “军”，其底气何在? 省委后来也没有下命令
“纠正”，其顾虑何在? 显然，邓小平的谈话是

重要因素。
( 二) 邓小平的谈话推动了中央关于包产、

包干到户政策的突破

在前述赵紫阳的信中，他结合邓小平谈话

精神，对包产到户问题提出 3 点看法: “第一，
在那些困难、落后的地方，可以包产到户; 第
二，在那些生产比较正常、集体经济搞得比较
好的地方，原则上不搞包产到户 ( 至于社队的

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可以包给专业组、专业
户、专业工) ; 第三，现在有些集体经济搞得比
较好的地方也搞了包产到户的，可先进行试验，

经过一段试验看结果如何。”⑤

经过农口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的调研以及一

些领导人的推动，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终于在
中央政策上获得了合法身份。1980 年 9 月，中
央召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
会，后又转发会议纪要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
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该文件提出了
差异化的政策，区分 “一般地区”和 “边远山
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强调前一类地区 “不要
搞包产到户”，而后一类地区则 “可以包产到
户，也可以包干到户”⑥。
这一重大突破，无疑是农民实践推动的结

果，是思想不断解放的结果，是务实领导人不

断努力的结果，但从高层决策演变来看，更是

贯彻邓小平谈话的结果。

五、邓小平谈话的内容辨析

邓小平谈话标志着农村改革的重要突破，

却没有根本解决争议，在此后具有标志意义的

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

以 “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闻名于世。其间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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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自然复杂。万里曾回顾指出，邓小平讲话后，
“情况有了好转，但还是吵吵嚷嚷，全国性的争
论并没有停止，有些反对的人手里掌着权，他

不同意你就干不成”①。对于这个问题的组织、
人事和权力背景，此处笔者不作涉及，只想通

过对谈话的一些具体内容进行辨析，从而认知

这个问题的政策、思想和实践背景。
( 一) 邓小平在什么意义上支持的包产到户?

说邓小平谈话支持搞包产到户，这没有错，

但还不够。准确地说，他并不是在绝对意义上
支持包产到户，更不是提倡搞包产到户，而是

强调了条件即 “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对于
这一点，可以从 1978 年以来中央关于农村包产
到户政策突破的历史脉络中获得进一步理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

工作条例中明确指出: “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
田单干。”② 1979 年 9 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
通过的 《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对此稍有松动，提出 “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
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
不要包产到户”③。从表面上看，虽然禁止包产
到户的方针未有变化，但从 “不许”到 “不
要”，语气变得和缓了，多少有了点商量的余地。
及至前文所说的 1980 年 9 月第一书记座谈

会，中央政策才有了真正突破，即在贫困地区

“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些地方
就是邓小平所说的 “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
那么，如何判定这些地方呢? 杜润生在第一书

记会上作说明时指出，可以搞包产到户的是人

均收入 40 元以下的最穷队。这些生产队 60%左
右分布在云、贵、豫、鲁、甘、宁、蒙、闽、
皖等 9 省 ( 自治区) ，约占农村人口的 20%。④

1981 年之后，这一差异化政策又被进一步
量化与细化为三类: 20%左右的最穷的社队搞
包产到户; 另有 25%的先进社队搞专业承包、
联产计酬; 还有百分之五六十的中间状态的社

队推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责任制。⑤ 这项政
策，在当时农口部门以及农民中被戏称为 “切
三刀”。它 “基本上具有画地为牢的性质”⑥，
因而很快就维持不住，被农民的实践所突破，

而中央则更进一步认可了农民的实践，不再因

区域位置和经济条件设限，准许农民自由选择，

甚至于一些地方开始自上而下地推广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随之，包干到户全面取代包产到户，
覆盖绝大多数农村，几乎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

的 “一刀切”。
回顾这一政策转变的脉络，可以发现有最

主要的两个关节点: 一个是正式承认贫困地区

可以搞包产、包干到户; 另一个是尊重农民意
愿，由其选择是否搞包产、包干到户。邓小平
的谈话正处在第一个节点上，或者说是推动了

第一个节点的形成，承认 “适宜搞包产到户的
地方”可以搞。那么，哪些地方适宜搞，在地
方执行上就存在着弹性，也可能因为各自的环

境和认识而各取所需，各执一词。此外，当时
争议的焦点之一即包产到户姓 “社”姓 “资”
的问题，邓小平的谈话对此也没有正面回答，

因而导致围绕这个问题的意识形态争议也就不

可能真正得到解决。
( 二) 邓小平说的“大包干”是包干到户吗?
许多著作以为邓小平谈话中的 “大包干”，

说的就是凤阳小岗村搞的那种包干到户。这恐怕
不够准确，大包干和包干到户最初远不是一回事。
大包干的概念史别有意趣，可以说是农村

人民公社化之后，经营核算主体变革的一个缩

影。从名称上讲，大包干可以追溯至 60 年代
初。当时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是人民公社、
生产大队对生产队经营权的限制和对生产队财

产的平调。1961 年，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第一书
记胡开明在万全县郭磊庄村搞了 “收益分配大
包干”的试点，内容是 “三包一奖” ( 即包工、
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励) ，继而进一步把核算
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此后，毛泽东采纳了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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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决定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实

行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① 这个时候，大包
干指的是包干到队。

70 年代末，大包干的概念再次出现，不过，
所针对的已非生产队，而是其下的作业组，亦

即包干到组。首先把包干到组称为大包干的，
是安徽省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1979 年 2 月，
他与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一道，来到凤阳县城

南公社岳北生产队调研那里正在实行的包产到

组情况。当时，社员们计算包产包工和各种上
缴的比例，算来算去，总算不清楚。有几位老
社员说，最好的办法是，把产量包到组，交足

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多少是组里的，既

简单又省事，一刀一个血口子，干部省心，社

员放心。王郁昭、陈庭元觉得这个办法好，同
意他们这样干，王郁昭还为其命名为 “大包
干”。② 很快，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
拐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

己的”这个顺口溜在凤阳全县流行。
进入 1980 年之后，随着小岗村的包干到户

由秘密走向公开，受其影响的地方逐步增多，

引起的关注也越来越大，大包干也逐步从包干

到组进一步下移为包干到户，那句著名的顺口

溜，也逐步被用作包干到户的专门俗称了。随
着时间流转以及包干到户覆盖绝大多数农村，

人们逐渐习惯性地将大包干等同于包干到户。
然而，这在阅读历史文献的时候，难免造成干

扰，形成某些误读。
那么邓小平谈话中所说的凤阳大包干，究

竟指的是包干到组，还是到户呢? 仔细分析来，

他说的应该是包干到组，可从三方面看:

第一，资料显示，1979 年凤阳全县共有
3710 个生产队，实行大包干到组的有 3098 个，
占生产队总数的 83． 5% ③。事实上，当年凤阳
的包干到组影响非常大。6 月，赴凤阳调研包
干到组之后的万里，派周曰礼等 3 人，会同滁
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等 2 人，赴凤阳总结
经验，整理材料。因此，凤阳县大包干政策逐
步走向条理化和理论化。8 月 8 日， 《安徽日
报》头版头条发表 《凤阳县在农村实行 “大包
干”》。一时间，新闻界、文艺界和理论界的记

者和专家、学者，云集凤阳，参观访问。④ 可以
说，邓小平所说凤阳 “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
包干”，正是对这一盛况的反映。
第二，邓小平谈话是在 1980 年 5 月。揆诸

常情，他所知悉的凤阳大包干的材料应该要更

早些，大致说的就是 1979 年初到 1980 年初的
情况，这也正与他所说的 “一年翻身”在时间
上基本吻合。而在这一年中，小岗村的包干到
户尚处于秘密状态，不愿也不敢为人所知。
1980 年 1 月，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在一份调研
报告中写道: “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搞了一年，
谁也不敢去总结它，更没有人敢去宣传它。在
县里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尔出现小岗的例子，

也都谨慎地被删去了。”⑤ 正是在 1980 年 1 月初
安徽全省农业工作会议期间，经由王郁昭，这

份调研材料送交了万里。万里看后高兴地说:
“像看小说一样，连看了两遍。”很快，万里就
去了一趟小岗村。⑥ 此后，小岗村的情况才陆续
公开，因此邓小平所说凤阳绝大多数地方搞了

大包干，就不可能是说小岗村的这种包干到户。
第三，据笔者看到的材料，最迟到 1980 年

7 月，在行文中，“大包干”和 “包干到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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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词还不相通，而此时已是邓小平谈话两个

月之后了。例如，这年 7 月，安徽省委赴凤阳
调查组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大包干”是一
种过渡性形式，它或者过渡到在生产队统一领

导下，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的包产到

人，或者发展到 “包干到户”。报告强调，在凤
阳，由“大包干”到 “包干到户”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①

邓小平所说 “大包干”指的是包干到组，
而非到户，这或许也是在他谈话后争议依然存

在的一个原因。对于反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的领导干部来说，邓小平谈到支持包产到户，

那么包产到户就不便反对，但邓小平并没有支

持搞包干到户，那么反对包干到户或许未尝不

可。例如，前面提到的在 1980 年 6 月初安徽省
委领导召开的巢湖会议上，此时省委领导已见

过邓小平谈话的内部稿，“在讨论的时候，没有
人再明目张胆地反对包产到户，但却不大赞成

大包干到户。省委领导说，包产到户还可以，
因为还坚持五统一，还有统一分配，而大包干

到户则是两包一脚蹬 ( 踢) ，因此不同意包干

到户”②。

六、不是“两极化”，不能“脸谱化”

在许多改革史著作和相关人士的回忆中，

早期农村改革突破过程中的争议和争论，被描

述得似乎针锋相对，是非分明，势不两立。这
里面有从特定视角看问题形成的 “放大”效应，
但研究者、回顾者有意无意地拔高一方，批评
一方，也强化了这种印象。其实，在真实的历
史中，思想观点有争论，但非 “两极化”，相关
人物有分歧，但非 “脸谱化”。此处结合邓小平
后来的回顾，对当时围绕包产、包干到户的争
议进行几点评析。
第一，支持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领

导干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具有不一般的政治

智慧、勇气和担当。这应该是评判当时争论、
分歧的基点。万里的一段回顾极其真实、传神、
深刻，道尽了其间的艰难与不凡。他说: “有些
好心的同志向我反映说，有人批评我们既违背

宪法，又违背党的决定。怎么办呢? 我说，农

民赞成，农民一定要搞，那只好硬着头皮顶着

吧，反正已经干了，就这样子干吧。党的决定
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

我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

了，出了什么问题我来顶着。安徽那一段就是
这种 ‘违法乱纪’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农民
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
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③ 确实，尽管时代
背景转换了，也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这一思想武器，但历史上包产到户几次遭到

政治批判，牵涉到许多领导干部的政治命运和

人生境遇，这在改革初期依然令人心有余悸。
就像有论著所指出的，凡是农村改革搞得早搞

得好的地方，大概都有一批不拍挨批坐牢的农

民和一批不怕撤职挨整的干部，有一批 “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暗暗支持或公开支持的领
导④。因此，面对新一轮包产到户的兴起，这一
批默认、容忍、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是值得
称颂的。邓小平就曾回顾说: “有两个省带头，
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 一个是安徽省，

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⑤ 他还曾指出，中国
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

同志是有功的⑥。这里，万里可以被视作当时从
高层到基层一批干部的典型和代表。
第二，对包产到户认识的转变过程是一个

连续的谱系。前已述及，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
和认识转变，有两个关节点，一为是否允许贫

困地区搞包产到户，二为是否允许农民自主选

择经营方式。从更大的背景看，农村改革最初
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结束搞穷过渡的学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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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①。认识的转变是艰难的。就像万里 1981
年 3 月在农业部党组会议上讲的，“‘左’的思
想在我们同志的头脑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

里不是有无之分，而是多少之分”②。因此，从
认识上讲，关于包产到户的转变，可构成一个

谱系，很多领导干部处在这个谱系的不同位置，

转变中存在着先与后之分、迟与速之分、多与
少之分。一些不太赞成、不大认可大面积搞包
产到户的领导，后来大多转变了认识。③ 例如，
陆子修回忆说， “1980 年万里同志离开安徽，
张劲夫同志主持省委工作期间，联产承包责任

制出现了波折。劲夫同志属认识问题，后来他
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④。在张劲夫去世后新华
社播发的生平中，则明确指出: “他不断清除
‘左’的思想，大力推进农村改革，继续推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⑤ 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情
形。邓小平后来曾回顾说: “搞农村家庭联产承
包……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
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
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

了两年，我们等待”。⑥ 在农村改革中，中央本
着一条原则处理人的问题，即对包产到户的态

度，只当作认识问题来对待，而且认为认识是

可以变化的。为此而被调离原地的领导人并不
影响继续工作，有的还成了国家领导人，在地

县一级大致也如此。⑦

第三，一些一度不太赞成大面积搞包产到

户者的认识，其实也触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例如，张劲夫到任安徽后，跑遍所有地、市、
县，去了一些贫困的地方，特别像临泉这样人

口多的大县。后来他向财政部要了一笔钱，作
为解决临泉群众生活困难的专款。他在安徽讲
过两句话: “农民光靠一亩三分地富不起来”，
“安徽光靠一把米富不起来”。第一句强调的是
农业要搞多种经营，第二句强调的是要大力发

展工业。⑧ 在黑龙江，杨易辰一开始也不大赞成
大面积推广包产到户。他认为，不能搞一刀切，
不能搞一个模式。有的地方搞包产到户、包产

到组，是适合那里情况的，是对的，而在另外

一些地方就不一定适合。你走你的 “阳关道”，
我走我的 “独木桥”。如果不从我们那里的特点
出发，去搞划队型、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那
我们就将失去我们的优势。他强调的是东北土
地面积大、机械化程度特别高这个地域特征。⑨

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不一定构成反对包产到户

的理由，但在包产到户普及后，这些问题依然

是需要关注、应对和解决的。从这一角度出发
而提出的问题，其实在邓小平的谈话中也有勾

画和设想，因本文主题所限，就不再赘述了。

( 本文作者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

研究员 北京 100080)
( 责任编辑 王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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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万里在回顾农村早期改革突破时指出，这期间同

“左”的错误作斗争，大致有三个回合，分别是“突
破大寨的框框，坚持以生产为中心”，“突破‘三级
所有，队为基础’，实行联产计酬，包产到组”，“突
破‘不许包产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
农民充分的自主权”。参见张广友、韩钢整理: 《万
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百年潮》1998 年
第 3 期。这一分析也是有见地、有启发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 《万里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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